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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从创新要素集聚视角探究创新政策试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

作用机制，能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简称“创新政策

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选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８５ 个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创新政策试

点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创新政策试点能有效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要素集聚是政策试点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主要通过促进人才集聚、研发资本集

聚和技术集聚等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进一步地，受地理区位、行政等级及经济发展水平

影响，不同类型城市政策效应有所差异，东部城市、省会城市及一、二线城市等优势特征城市，创新政策试点

效果明显，而中西部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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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单纯依靠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难以为继，通过创新驱动实现要素投入向结构效率良性转变，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成为经济向高

质量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路径。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简称“创新政策试点”）作为

推进区域创新发展的综合载体与科技创新合作的前沿阵地［１］ ，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

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增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带动作用。 自 ２００９ 年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获批以来，先后批准了 ２１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先行先试，其承担着集聚创新资源、
培育创新性企业、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多种角色。 目前，随着创新政策试点的推进，大量人才、
资本等创新要素向示范区汇聚，激发了试点地区的创新活力与创新潜能，成为带动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力量。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政府参与和支持创新活动的重要举措［２］，旨在打造高水平创新示范载

体，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能否在建设创新

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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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意义重大。 梳理相关研究，学者们在该领域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究。 一方面，学者们就典型个案示范

区的发展模式与战略措施等进行了分析探讨，如陈远燕等［３］ 深入考察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内税收优惠政策；解佳龙等［４］梳理了中关村、光谷和张江等典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人才政策

实施效果；张永安和关永娟［５］发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显著促进了创新能力提升进而对

北京地区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影响，也有研究指出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应不断完善

其产业链布局、建立创新评价体系、吸引并激发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发挥［１］，但总体上这些研究仅聚焦

于部分典型示范区某类具体政策对当地创新发展的带动效应。 另一方面，学者们关注到了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试点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效应等，如魏丽和卜伟［６］对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试点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进行整体平均化评估与个案评估发现，该类示范区

设立的经济增长效应明显，但也存在地区异质性；顾伟忠和周新苗［７］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中关村示范

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以挖掘其波动特征并寻找影响因素；周阳敏和王前前［８］ 指出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政策试点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完善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战略，并实证发现示范区能显著

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也有学者从宏微观不同层面重点关注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试点的创新

驱动效应，如有学者基于“要素—结构—功能”分析范式，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主体及创新环境

等维度综合评价典型示范区的创新能力［９ １０］；梁向东和阳柳［１１］ 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提高了

地区创新驱动效率，但其创新溢出效应不明显；晏艳阳和严瑾［１２］ 指出示范区设立带来的“政策效应”
和“集聚效应”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郭金花等［２］指出创新政策试点可通过加强政策激励、促进良性

市场竞争等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学者们关注到了部分典型示范区某类具体政策对当地创新发展的带动效应，也有学者从经济增

长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及创新效应等多方面、多维度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总体政策效

应进行评价，但仅有少数学者挖掘政策效应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 高质量发展下，全要素生产率作为

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在助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方面发挥了怎样的影响效应，具体机理是什么，鲜有研究专门就此议题进行深入探究。
基于此，本文选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８５ 个城市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

政策试点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 主要贡献在于：（１）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创新政策试点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该创新政策试点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的政策效果，有效克服了传统估计方法由于遗漏变量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２）从创新要素集聚视

角切入，深入揭示了创新政策试点通过促进人才、资金及技术等要素集聚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厘清创新政策试点发挥作用的路径机制；（３）考察了不同地理区位、行政等级及经

济发展水平类型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政策效应的异质性。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 创新政策试点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是引领、带动与辐射各地区开展自主创新活动的综合载体和

增长极，包括以单个城市进行试点的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以城市群为基础单元组成的跨区域自主创新

示范区，主要通过发挥创新政策引领者、创新环境营造者和创新活动资助者等角色，对城市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产生影响。
一是创新政策试点着力在创新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出台实施各种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的政策、

法规，如开展股权激励试点、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支持新型产业组织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等，着力打破创新资源配置的条块分割，赋予了各创新主体更大自主权积极开展创新活动，能够帮助

各主体准确识别创新机会，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的成功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二是

创新政策试点着力营造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完善创新服务、优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对推动创新

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加快科技园区、创新孵化器

建设、搭建“双创”平台等，为城市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条件，能打破科技创新活动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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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障碍，降低科技市场信息不对称，提高城市创新效率［１３］，进而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积极

影响。 三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享有的人才、金融、税收、土地利用等与创新相关的众

多优惠政策，为促进自主研发和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６］，特别是对区内企业科技

投入、补贴等优惠和扶持，以及政府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基础知识与共性技术开发，会直接推动城

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此，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创新政策试点有利于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二） 要素集聚是创新政策试点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作用路径

创新活动的开展并非依赖于单一类型的创新要素，创新始于技术，重在人才，成于资本，城市创新

发展离不开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支撑及协同互动［１４ １５］。 要素集聚是指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等

各类要素的集中与汇合，能够产生“１ ＋ １ ＞ ２”集聚效应，加快创新速度［１６］，是驱动城市持续创新发展

的核心力量。 以人才、资本、技术等为核心的要素集聚引起了各要素在地理空间范围内重新分布与优

化配置，有利于促进各类要素间共享、匹配与学习［１７］，发挥集聚的规模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与知识外

溢效应等［１８ １９］，推动资源高效率配置进而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良好的政策福利、创新环境条件等是促进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集聚的前提［１５］。 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试点着力在创新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通过优化创新平台与创新服务以及提供各类补贴及特

殊政策优惠和扶持等为要素集聚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效应”，可吸引各类要素有效集聚。 如政府补贴

能为各类人才创造较为丰厚的薪资空间、福利待遇和创新奖励［２０］，减免税收以减少相关企业的创新

活动成本等不断地推进示范区大量创新要素汇聚、形成创新“高地”。 具体地，一是集聚区内各创新主

体可共享研发设备与创新基础设施等，在减小研发投入成本的同时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共享及利用

效率提升，进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二是人才、资本等要素集聚降低了创新活

动供需双方的搜寻成本，促进了各类要素的优化组合，有助于市场匹配效率提升，如人才、资本及技术

等要素集聚能凝聚集体智慧、形成创新链条、提供合作机会，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三是因地理、知识邻近性等，示范区内多样化创新要素间能保持高频率互相来往和互动，易于

形成非正式面对面交流和学习机会使得创新活跃度明显提升，也增强了高技能人才间的交流与学习

进而产生知识溢出，推进创新成果数量与质量提升并产生更大的生产收益［２１］，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 基于此，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要素集聚是创新政策试点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路径。
三、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 实证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为识别创新政策试点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本文运用双重差

分模型（ＤＩＤ）进行政策效果评估。 截至 ２０２０ 年，中国先后批设了 ２１ 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分布于

４０ 多个城市，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准自然试验，同时，由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批复设立是分

批进行的，而传统双重差分模型仅能对单一时点的政策试点效果进行评估。 因此，本文借鉴相关研究

的做法［２２ ２３］，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见模型（１）。
ＴＦＰ ｉｔ ＝ α０ ＋ α１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ｔ ＋ φＸ 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
其中，ＴＦＰ 表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ｔｒｅａｔｅｄ 表示创新政策试点，其系数反映创新政策试点对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Ｘ ｉｔ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干预、人力资本等；
α０ 为常数项，μｉ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ｖ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 表示随机干扰项。

同时，为进一步考察创新政策试点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参考温忠麟和叶宝

娟［２４］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在模型（１）基础上，依次构建了模型（２）与模型（３）进行检验。
ａｇｇｉ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ｔ ＋ φＸ 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２）
ＴＦＰ ｉｔ ＝ γ０ ＋ γ１ ｔｒｅａｔｅｄ ＋ γ２ａｇｇｉｔ ＋ φＸ 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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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２） 与模型（３） 中 ａｇｇ表示要素集聚中介变量；模型（２） 中 ｔｒｅａｔｅｄ的系数 β１ 表示创新政策试

点对要素集聚的影响效应；若模型（２） 中 ｔｒｅａｔｅｄ的系数 β１ 与模型（３） 中 ａｇｇ的系数 γ２ 均显著，表明要

素集聚是创新政策试点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路径；其余变量同前文定义一致。
（二） 样本选择与变量说明

１． 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参考相关研究，本文采用全域 ＳＢＭ 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数测算［２５］。 其中，期望产出采用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表征，并以 ２００５ 年为基期选用对应城

市所在省份的 ＧＤＰ 价格指数平减成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以消除通货膨胀因素；非期望产出采用城市二氧

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及工业废水排放量三项指标表征。 投入指标包括三个方面：劳动力投入采用

城市历年单位从业人员数表征；资本投入采用城市固定资产资本存量表征，并借助永续盘存法进行估

算，公式为： Ｋ ｉｔ ＝ Ｋ ｉｔ －１（１ － δ） ＋ Ｉｉｔ， 其中，初始资本存量采用基期固定资产投资额除以 １０％表示，δ 折

旧率设定为 ９. ６％ ；能源投入，采用城市用电量表征。
２． 创新政策试点（ ｔｒｅａｔｅｄ）。 根据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获批与否及获批的时间，设

置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ｅｄ，将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所在的城市定义为实验组，没有获批的

城市定义为控制组。 并结合获批时间，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当年及以后实验组对应的 ｔｒｅａｔｅｄ
变量赋值为 １，设立之前的赋值为 ０，其余控制组对应的 ｔｒｅａｔｅｄ 变量赋值为 ０。

３． 要素集聚（ａｇｇ）。 人才是一个城市创新发展中最具活力的要素，是技术研发活动的直接参与

主体；资金是维持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研发活动开展、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均离不开资金支撑；而先

进管理经验、技术等能为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提供良好支撑，三者构成了创新的核心要素。 因此，本
文采用人才集聚、研发资金集聚与技术集聚三个方面的加权平均值综合反映城市要素集聚水平。 其

中，人才集聚（ ｔａｌｅｎｔ），采用从事金融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教育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以及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区位熵指数表征；研发资金集聚（ｃａｐｉ），采用科学技术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表征；技术集聚（ ｔｅｃｈ），采用人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总授权量表征。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３ ４２０ １． ０３１ ０． ３５９ ０． ０６７ １１． ５００
创新政策试点（ ｔｒｅａｔｅｄ） ３ ４２０ ０． ０３６ ０． １８７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要素集聚（ａｇｇ） ３ ４２０ ９． ８５２ １２． ６１０ ０． ５１３ ２１１． ６００
人才集聚（ ｔａｌｅｎｔ） ３ ４２０ １． ０６５ ０． ３８３ ０． １３２ ９． １４２
研发资金集聚（ｃａｐｉ） ３ ４２０ ２０． ９００ ２３．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６３１． ０００
技术集聚（ ｔｅｃｈ） ３ ４２０ ７． ５９３ ２２． ３７０ ０． ００２ ３６０． ３００
城市化水平（ｃｉｔｙ） ３ ４２０ ０． １２１ ０． １１６ ０． ００３ １． ４７３
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 ３ ４２０ ２． ２５２ ０． １４９ １． ８２１ ２． ８０１
政府干预（ｇｏｖ） ３ ４２０ ０． １９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６ １． ６２５
人才资本水平（ｕｎｉｖ） ３ ４２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４３
对外开放程度（ ｆｄｉ） ３ ４２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０ ０． ６５３
信息化水平（ｐｏｓｔ） ３ ４２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７ ０． ００２ ４． １９２
市场化水平（ｍａｒｋ） ３ ４２０ ０． ６１９ ０． １７３ ０． １８５ ０． ８７３

４．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梳理相关文

献的基础上［２６ ２８］，本文选择了如下控制变

量：城市化水平采用城镇从业人员占总人

口比重衡量；产业结构采用配第 － 克拉克

产业结构升级系数衡量，其中， ｉｎｄｕ ＝ θ１ｔ

＋ ２θ２ｔ ＋ ３θ３ｔ， θｉｔ表示在 ｔ 时期第 ｉ（ ｉ ＝ １，２，
３）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人力资本水平

采用城市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

比重衡量；对外开放水平采用城市年度实

际外商投资额占 ＧＤＰ 比重衡量，并利用

历年人民币年平均汇率进行换算。 另外，
本文还加入政府干预、信息化水平、市场

化水平等变量用以控制其对城市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其中，政府干预采用政府

科学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衡量；信息化水平采用城市年末邮电业务量占 ＧＤＰ 比重衡量；市场

化水平采用省级层面测算的市场化水平与城市数据匹配获得，即“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及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三个指标

加权平均衡量。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８５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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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共同趋势检验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的一个重要前提

是政策实施前的实验组与控制组具有共

同趋势。 为了检验研究问题是否满足这

一前提，本文对实验组与控制组政策试点

前后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进行

了共同趋势检验（见图 １）。 结合图 １ 可

知，在创新政策试点实施的前 ３ 年，每个

时期的政策变量系数均与 ０ 无显著差异，
表明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本文政策效果

评估适用于双重差分模型。 在创新政策

试点实施后的 ３ 年，各时期政策变量的系

数整体显著大于 ０，初步验证了创新政策试点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ＴＦＰ ＴＦＰ ＴＦＰ

ｔｒｅａｔｅｄ
０． １９９∗∗∗ ０． ０９７∗ ０． １０９∗∗

（３． ８６） （１． ７６） （１． ９９）

ｃｉｔｙ
－ ０． ２９０∗∗∗

（ － ３． ２０）

ｉｎｄｕ
－ ０． ２３０∗

（ － １． ８５）

ｇｏｖ
－ ０． １９９

（ － １． ３６）

ｕｎｉｖ
１． ０９８
（１． ４１）

ｆｄｉ
０． ６３９∗∗∗

（２． ６５）

ｐｏｓｔ
－ ０． ００２

（ － ０． ０７）

ｍａｒｋ
０． ０９２
（０． ６９）

ｃｏｎｓ
１． ０２３∗∗∗ ０． ９４２∗∗∗ １． ４３５∗∗∗

（１７０． ２４） （１０５． １３） （４． ６９）
地区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４２０ ３ ４２０ ３ ４２０
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３
Ｆ １４． ９２５ ２１． ５７０ １５． ６３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表 ２ 中列（１） 为不加入控制变

量的情况下，政策变量（ ｔｒｅａｔｅｄ） 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９９，
在 １％ 水平下显著；列（２） 为不加入控制变量但控制时

间和地区效应的情况下，ｔｒｅａｔｅｄ 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９７，
在 １０％ 水平下显著；列（３） 为加入控制变量且控制时

间和地区效应的情况下，ｔｒｅａｔｅｄ 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０９，
在５％ 水平下显著，表明创新政策试点能显著促进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假说 １ 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看，城镇化水平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的回归系数在 １％ 水平下显著为负，究其原因，在
城镇化过程中，生产资源进一步集聚，其中人口数量集

聚和质量提升均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负
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我国城镇化更多的是

劳动力数量不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而非质量提升［２９］，
而劳动力数量高度集聚可能会出现“城市病”等拥挤效

应现象［３０］，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 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在 １０％ 水平下显著为负，表
明目前产业结构仍未能有效促进“结构红利”充分释

放，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外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

对外开放有利于吸引外资，特别是先进技术、管理经验

的引入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其余变量的

影响均不显著。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剔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北京、天津、上海与重

庆四个直辖市在行政等级及经济规模等方面的特殊

性，本文将其从研究样本中予以剔除，进行稳健性检验。 由表 ３ 中列（１）与列（２）可知，创新政策试点

变量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本文研究结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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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去掉直辖市样本 ＰＳＭ⁃ＤＩＤ 基于单一时点 ＤＩ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ｅｄ
０． １７９∗∗∗ ０． １０５∗ ０． １６７∗∗∗ ０． １２２∗

（３． ２２） （１． ７５） （３． １３） （１． ７２）

ｔｒｅａｔｅｄ０ ０． ２４０∗∗∗ ０． ３２６∗∗∗

（１６． ６２） （８． ８０）

ｙｅａｒ
０． ０４４∗∗∗ ０． １２８∗∗∗

（５． １６） （２． ７６）

ｔｅｓｔ
０． ０７２∗∗∗ ０． １４８∗

（４． ２０） （１． ７１）

ｃｉｔｙ
－ ０． ３０８∗∗∗ － ０． １６７ － ０． ５１２∗∗

（ － ３． ４１） （ － ０． ７５） （ － ２． ０６）

ｉｎｄｕ
－ ０． １６４ ０． ３２８ － ０． １５１

（ － １． ４０） （１． ４４） （ － １． ２４）

ｇｏｖ
－ ０． １８５ ０． ３４３ － ０． ２２２

（ － １． ２９） （０． ６８） （ － １． ４４）

ｕｎｉｖ
１． ３３５∗ ３． ２７７∗ － ０． ４４４
（１． ７２） （１． ７９） （ － ０． ５２）

ｆｄｉ
０． ６１０∗∗ １． ００９∗∗ ０． ３９２
（２． ５０） （２． １２） （１． ６３）

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０ ３． １７０∗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 （１． ６９） （ － ０． ３４）

ｍａｒｋ
０． １５４ ０． ０１４０ ０． ２１９
（１． ２２） （０． ０５） （１． ６３）

ｃｏｎｓ
１． ０２３∗∗∗ １． ２５２∗∗∗ １． ０３１∗∗∗ － ０． ０８２ ０ ０． ９９１∗∗∗ １． ２４０∗∗∗

（１６８． ９６） （４． ４３） （８８． ７１） （ － ０． １４） （１９７． ６６） （４． ２１）
地区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 ３ ３７２ ３ ３７２ ７４０ ７４０ ２ ９４０ ２ ９４０
Ｒ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１
Ｆ １０． ３６５ １５． ０９６ ９． ８２６ ３． ６６３ ４． ６３６ ３７． ３３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ＰＳＭ⁃ＤＩＤ 回归分析中由于删除了找不到匹配对象的样本，因而损失了部分

观测值。

　 　 ２．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创新

政策试点不是随机进行的，而
对非随机样本直接进行估计

将产生样本选择性偏差，同
时，对于进行创新政策试点与

未进行政策试点的城市而言，
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部分

差异也可能是由其他不可观

测因素导致。 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ＩＤ）可

有效克服这些问题，得到一个

干净的政策处理效应，因此，采
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再次进行稳

健性检验。 具体地，采用 Ｌｏｇｉｔ
回归及 １∶ １ 邻近匹配得到倾向

值得分，并根据得分值对未进

行政策试点的城市与进行政策

试点的城市进行匹配，将配对

成功的样本视为实验组，再次

进行回归估计。 表 ３ 中列（３）
与列（４）显示，政策变量的回

归系数至少在 １０％水平下显

著为正，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３． 基于单一时点 ＤＩＤ 估

计。 借鉴已有研究［３１］，本文

通过选择某一时间节点进行

创新政策试点的城市为研究

对象，进行单一时点双重差分

稳健性检验。 具体地，以 ２００９
年第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创新政策试点为时间节点，
并将 ２００９ 年进行创新政策试点的城市作为实验组，其余城市作为对照组，同时为了避免 ２００９ 年之后进

行创新政策试点城市样本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剔除了 ２００９ 年之后进行试点的城市并进行回归估计。
其中，ｔｒｅａｔｅｄ０ 为时间虚拟变量（ｙｅａｒ）和组别虚拟变量（ ｔｅｓｔ）的交乘项，表示政策效应，结合表 ３ 中列（５）
与列（６）可知，创新政策试点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４．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本研究中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是否受同一时期其他政策或随机因素干

扰，本文进一步采用安慰剂检验。 具体地，在 ２８５ 个城市样本中随机选出 ５２ 个城市作为虚拟实验组，剩
余 ２３３ 个城市样本作为对照组，随机抽样 １００ 次按模型（１）回归估计，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见图 ２。 由

图 ２ 知，１００ 次抽样中绝大多数估计系数 ｔ 值的绝对值分布在 ２ 以内，这表明创新政策试点变量估计系数

绝大多数在统计上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未被观测到的其他政策或随机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较小。
五、 进一步分析：作用机制与异质性检验

（一） 作用机制检验

为验证“创新政策试点—要素集聚—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作用机制，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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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核密度分布

型进行检验。 结合表 ４，列（１）与列（２）分别为创新政策

试点对要素集聚的回归结果以及创新政策试点、要素集

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 列（１）中要素集聚

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７. ６８３，且在 １％水平下显著，表明创

新政策试点有利于促进城市要素集聚；列（２）中政策变

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要素集聚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０４，且
在 ５％水平下显著，要素集聚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表明

创新政策试点通过促进城市要素集聚促进了城市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初步验证了假说 ２。 同时，Ｓｏｂｅｌ 检验也

证实了要素集聚中介效应的存在性，要素集聚的中介效

应系数为 ０. ０３５，约占总效应的 ２１. ２９％。
表 ４　 作用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要素集聚 人才集聚 研发资本集聚 技术集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ａｇｇ ＴＦＰ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ＦＰ ｃａｐｉ ＴＦＰ ｔｅｃｈ ＴＦＰ

ｔｒｅａｔｅｄ
７． ６８３∗∗∗ ０． ０８１ ０． １４３∗∗∗ ０． １０１∗ １３． ４４３∗∗∗ ０． １００∗ ９． ４６２∗∗∗ ０． ０７０
（４． ４２） （１． ５３） （５． ０３） （１． ８５） （３． ３９） （１． ８６） （３． ６９） （１． ３２）

ａｇｇ
０． ００４∗∗

（２． ４３）

ｔａｌｅｎｔ
０． ０５３∗

（１． ８３）

ｃａｐｉ
０． ００１∗∗

（２． １３）

ｔｅｃｈ
０．００４∗∗∗

（３． ０６）

ｃｉｔｙ
２３． ２６３∗∗∗ － ０． ３７４∗∗∗ － １． ５０７∗∗∗ － ０． ２１０∗∗ １１． １１０ － ０． ２９７∗∗∗ ６０． １８５∗∗∗ － ０． ５３６∗∗∗

（５． ２５） （ － ３． ６７） （ － ６． ９４） （ － ２． ０５） （１． ０８） （ － ３． ２８） （８． ５４） （ － ４． １７）

ｉｎｄｕ
－ ５． ３９７ － ０． ２１１∗ － ０． １２６ － ０． ２２４∗ － １４． ５２５∗ － ０． ２２０∗ － １． ５４０ － ０． ２２４∗

（ － １． ５１） （ － １． ７５） （ － ０． ７７） （ － １． ８１） （ － １． ６７） （ － １． ８０） （ － ０． ３１） （ － １． ８５）

ｇｏｖ
２１． ３７６ － ０． ２７６ ０． １３５ － ０． ２０６ ４６． ６３０ － ０． ２３１ １７． ３７０ － ０． ２７０
（１． ５３） （ － １． ５７） （１． ３８） （ － １． ４１） （１． ４９） （ － １． ４７） （１． ４９） （ － １． ５８）

ｕｎｉｖ
１６． ４４９ １． ０３８ ６． ２６７∗∗∗ ０． ７６５ － ８． ０３０ １． １０３ ５１． １１０ ０． ８８９
（０． ３８） （１． ３４） （５． ９４） （０． ９５） （ － ０． ０９） （１． ４３） （０． ７７） （１． １０）

ｆｄｉ
２３． １８１∗∗∗ ０． ５５４∗∗ ０． ０８８ ０． ６３４∗∗∗ ５４． ５３９∗∗∗ ０． ６０１∗∗ １４． ９１６∗ ０． ５７８∗∗

（２． ８４） （２． ４２） （０． ５０） （２． ６２） （２． ７８） （２． ５５） （１． ９５） （２． ５２）

ｐｏｓｔ
－ ０． ７６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３ － ２． ０３３ ０． ０００ － ０． ２６０ － ０． ００１

（ － ０． ４６） （０． ０４） （１． ４２） （ － ０． １０） （ － ０． ５２） （ － ０． ０２） （ － ０． ２３） （ － ０． ０３）

ｍａｒｋ
－ ９． ２１３∗ ０． １２５ － ０． ２０８ ０． １０３ ８． ３５１ ０． ０８６ ０ － ３５． ７８２∗∗∗ ０． ２３８∗

（ － １． ７３） （０． ９７） （ － １． ３５） （０． ７７） （０． ７５） （０． ６５） （ － ４． ８４） （１． ８０）

ｃｏｎｓ
１１． ９４８ １． ３９１∗∗∗ １． ５２１∗∗∗ １． ３５４∗∗∗ １９． ７９ １． ４２１∗∗∗ １４． ５３ １． ３７５∗∗∗

（１． ３９） （４． ６９） （３． ８９） （４． ４５） （０． ９７） （４． ６９） （１． １６） （４． ６６）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４２０ ３ ４２０ ３ ４２０ ３ ４２０ ３ ４２０ ３ ４２０ ３ ４２０ ３ ４２０
Ｒ２ ０． ３３２ ０． ０５７ ０． １１３ ０． ０５４ ０． ２１２ ０． ０５４ ０． ３６４ ０． ０６１
Ｆ ４２． ７７０ １４． ８１ ７． ５２６ １５． ０２ ４２． ６５ １４． ９４ ３６． ０４ １４． ９５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０． ０３５

（ｚ ＝ ４． ２４４，ｐ ＝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４

（ｚ ＝ ２． ７７０，ｐ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３

（ｚ ＝ ３． ２１９，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６

（ｚ ＝ ３． ２０３，ｐ ＝ ０． ００１）
间接效应占比（％ ） ２１． ２９０ ６． ３５０ １４． ０８０ ９． ９４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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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列（３）与列（４）分别为创新政策试点对人才集聚的回归结果以及创新政策试点、人才

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回归结果。 列（３）中人才集聚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４３，且在 １％ 水

平下显著，表明创新政策试点有利于促进城市人才集聚；列（４）中创新政策试点与人才集聚变量的回

归系数依次为 ０. １０１ 与 ０. ０５３，且均在 １０％水平下显著，表明创新政策试点通过吸引城市人才集聚，为
城市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进而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同时，Ｓｏｂｅｌ 检验进

一步证实了人才集聚中介效应的存在性，中介效应系数为 ０. １０４，约占总效应的 ６. ３５％ 。
列（５）与列（６）分别为创新政策试点对研发资本集聚的回归结果以及创新政策试点、研发资本集

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回归结果。 结合列（５）可知，研发资本集聚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１３. ４４３，
且在 １％水平下显著，表明创新政策试点有利于促进城市研发资本集聚。 列（６）中创新政策试点与研

发资本集聚变量的回归系数依次为 ０. １００ 与 ０. ００１，且在 １０％与 ５％水平下显著，表明创新政策试点

能有效促进城市研发资本集聚，为城市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进而有利于促进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同时，Ｓｏｂｅｌ 检验进一步证实了研发资金集聚中介效应的存在性，且其中介效应

系数为 ０. ０２３，约占总效应的 １４. ０８％ 。
同理，结合列（７）与列（８）可知，列（７）中技术集聚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９. ４６２，在 １％ 水平下显著，

表明创新政策试点有利于促进城市技术集聚。 列（８）中创新政策试点与技术集聚变量的回归系数依

次为 ０. ０７０ 与 ０. ００４，且仅技术集聚变量在 １％水平下显著，即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表明创新政策试点

能有效促进城市技术集聚，为城市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提供先进管理经验与技术支撑，进而促进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同时，Ｓｏｂｅｌ 检验进一步证实了技术集聚中介效应的存在性，且其中介效应系数

为 ０. ０１６，约占总效应的 ９. ９４％ 。
（二） 区域异质性检验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各城市在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明显，创新政策试

点效果也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一般而言，具备优势区位条件的城市经济基础、科技创新能力和商

业活跃度相对较强，同时，也具有获取要素资源便捷、交易成本较低等特征，因此，这类城市实施创新

政策试点有利于促进政策效应发挥；而对于非省会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等缺乏优势特征的城市，其
自身经济发展、地缘缺陷及配套产业不完善等导致承载各类要素的配套高技术产业相对缺乏，仍没有

形成以创新要素为主导支撑的长效机制，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政策效应的发挥。 因此，为了检验创新政

策试点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本文进一步将研究样本进行细分：依据城市地理

区位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城市、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依据城市行政等级将样本划分为省会城市与非省

会城市，依据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将样本划分为一、二线城市与三线及以下城市，进而深入考察不同类

型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结果见表 ５。
对不同地理区位城市，结合表 ５，列（１）中东部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２４，在 ５％

水平下显著，表明东部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列（２）显示中西

部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变量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创新政策试点对中西部城市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的政策效果不明显。 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基础较好、以及国家不断加强东部沿海地

区对外开放的政策红利等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囿于经济基础较弱、科技创新能力

不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创新政策试点效果在东部地区城市和中西部

地区城市差异明显。
对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结合表 ５，列（３）中省会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２３６，在 １％

水平下显著；列（４）中非省会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０７，在 １０％水平下显著，表明相

比于非省会城市，省会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究其原因，不
同行政等级城市在经济规模、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一般而言，省会及副省会城市

是各省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心和先行者，其经济规模、政策优势以及创新资源配置能力等均优于省内其

他城市，这种行政等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创新政策试点的政策效应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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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结合表 ５ 中列（５）与列（６）可知，一、二线城市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５％水平下显著为正，三线及以下城市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一、二线城市创新

政策试点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相比较而言，三线及以下城市政策试点效果不明

显。 究其原因，一、二线城市相比于三线及以下城市而言，在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发展水平、科技创新

能力等各层面均有较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强化一、二线城市政策效应的发挥。

表 ５　 不同类型城市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地理区位异质性 行政等级异质性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东部城市 中西部城市 省会城市 非省会城市 一、二线城市 三线及以下城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ｅｄ
０． １２４∗∗ ０． ５６４ ０． ２３６∗∗∗ ０． １０７∗ ０． １５９∗∗ ０． ０８１
（２． ５２） （１． ５２） （２． ７３） （１． ７０） （２． ３２） （１． １９）

ｃｉｔｙ
－ ０． ０１４ － ０． ４９７∗∗ － ０． ４５０ － ０． ０６４ － ０． １１９ － ０． ２５５∗∗

（ － ０． １８） （ － ２． ４０） （ － １． １４） （ － ０． ９０） （ － １． １５） （ － ２． ３５）

ｉｎｄｕ
０． １９９∗∗∗ ０． １５５∗ ０． ５２８∗ ０． １５１∗∗ ０． ４４０∗∗ ０． １５２∗∗

（２． ７５） （１． ７３） （１． ８５） （２． ５３） （２． ４３） （２． ４１）

ｇｏｖ
－ ０． １８５∗∗ － ０． ０７６ ０． １６１ － ０． １１９ ０． １０６ － ０． １３９
（ － １． ９７） （ － ０． １９） （０． ２５） （ － ０． ９７） （０． ３０） （ － １． １２）

ｕｎｉｖ
０． ０２７ ０． ２４７ ０． ６５９ ０． ０９７ ０． ２３５ ０． ５９２
（０． ０６） （０． ３７） （０． ６５） （０． １８） （０． ３１） （１． ０３）

ｆｄｉ
０． １８１ － ０． ２２６ ０． ５９７ ０． ０８０ ０． ４６０ ０． １５８
（１． ３９） （ － ０． ５９） （１． ３１） （０． ６７） （１． ４９） （１． １１）

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１ ０． ９５２ ３． ３４２ － ０． ００９ １． ８１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 （１． １２） （１． ０７） （ － ０． ３９） （０． ８３） （０． ０８）

ｍａｒｋ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６ ０． ００４ ０． １５８ － ０． ０２６
（０． ５７） （ － ０． ３２） （０． ４３） （０． ０７） （１． ３４） （ － ０． ３８）

ｃｏｎｓ
０． ５８８∗∗∗ ０． ７４３∗∗∗ － ０． ４１８ ０． ７１０∗∗∗ － ０． ２１５ ０． ７３８∗∗∗

（３． ８２） （３． ０９） （ － ０． ５９） （５． ６５） （ － ０． ５４） （５． ４７）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 ４１２ １ ００８ ３６０ ３ ０６０ ５８８ ２ ８３２
Ｒ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６ ０． １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７
Ｆ ４． ７４１ ２． ７３４ ２． １８２ １． ９０８ ２． ９４１ ２． ６８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六、 结论与启示

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８５ 个城市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１）创新政策

试点有利于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通过变换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测度指标、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及

单一时点双重差分估计等检验，均表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２）创新政策试点通过要素集聚促进城

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地，创新政策试点有利于城市吸引人才集聚、研发资金集聚及技术集聚进

而推动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３）不同类型城市创新政策试点效果区域异质性明显，创新政策试

点显著促进了东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中西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创新政

策试点对省会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非省会城市；一、二线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对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三线及以下城市创新政策试点效果不明显。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１）总结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城市“先行先试”的成

功经验并加以推广，切实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对于已进行政策试点的城市，应持续推进其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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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改革，增强其辐射带动力，更大程度地发挥政策试点城市自主创新的引领示范作用，同时，也要对示

范区运行实施实时、有效的监控，定期评估其经济绩效及示范带动作用等，并予以及时反馈与调整，必
要时可将试点效果不佳的城市采取退出机制。 （２）激发创新要素的潜在增值能量，发挥各示范区要素

集聚的“乘数效应”。 结合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试点的政策优势、产业发展目标等，强化政府对科

技研发活动的战略引领及科技支出等作用；制定更加宽松的人才引进政策；开展股权激励试点、深化

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点等，促进示范区人才、金融资本、研发资金、高端技术等创新要素合理集聚，着
力建设技术创新体系、制度创新体系和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城市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 （３）完善创新政策试点城市建设合理布局，坚持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模式，提高政策试点的包

容性与灵活性。 各城市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明显，不同类型城市在试点经验推广过程中，
应因地制宜地借鉴和汲取试点经验，防止盲目追随、模仿，构建具有地方特色自主创新示范区，使各城

市创新体系建设更具包容性、多元性。 同时，也可通过政策设计强化对部分示范区的支持和倾斜，借
助“互联网 ＋ ”、数字经济等搭建平台推动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改善创新环境，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效

率，全面提升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缓减区域创新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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